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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政治视角下的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府主体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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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流域生态补偿是中国跨区域生态治理和自然区域保护的一项重要经济、社会、环境政

策，涉及区域利益主体权益差异与协调、区域生态协同发展和合作模式构建等方面，是一个典

型的地理学研究命题。本文将制度粘性引入到尺度政治理论中，剖析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

府主体的博弈行为，探究不同政府主体的博弈特征和博弈机制。结果表明：中央政府、省级政

府、市级政府等不同层级政府主体经历了竞争博弈、合作博弈和竞合博弈3个阶段，构建政府利

益共同体能够推进流域生态补偿建设，中央政府的“适度介入”是开展跨省流域生态补偿的关

键；流域生态补偿制度从“垂直”模式向“垂直—水平”模式的变迁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制度粘性，

政府主体利用政策革新和社会参与等制度约束稀释制度粘性，重塑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尺度转

换是推动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的核心机制，政府主体通过重新分配权力和资本、嵌入非正式约

束塑造流域生态补偿话语体系，推动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由“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

社会”结构模式的转变。研究结果能够为构建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提供理论支撑，为合理

评价和指导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促进流域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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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加快流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演替和服务功能的有效发挥，建立健全流域生态补偿机
制，是促进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流域是以水为主体的、动态的生态地
域系统，是实施生态保护和生态补偿的典型地理单元。流域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经济系
统形成和演化所依赖的客观自然实体，直接决定森林、草地生态系统演替能力和人类生
产生活资料获取的可持续性。由于人类活动对流域生态环境的干扰，加剧了流域水资源
短缺、流域水环境污染、流域水灾害等生态问题，跨区域资源要素流动和关联合作问题
逐渐放大，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合作和诱发区域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流域生态补偿作为
重要的经济、社会、环境政策，是保障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措施，是流域资
源统一利用和区域协同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地理学的空间分析思维，采用尺度政治理
论视角分析流域生态补偿策略，是解析人类干扰下流域协同管控模式和机制的积极尝试。

自20世纪90年代始，生态补偿作为一种处理环境问题的有效政策工具集[1]和生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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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服务权衡决策实施的有力保障[2-3]，引起了学术界与政府管理者的高度重视。流域具有
多要素、多主体的特点，流域生态补偿是生态补偿的重要组成部分[4]。国内外学者对流域
生态补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运用公共物品理论[5]、“外部性”理论[6-7]以及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理论[8]进行流域生态补偿的理论分析；综合考虑流域空间的异质性[9]，
探究流域生态补偿主客体及其利益关系[10]，利用条件价值法[11]、机会成本法[12]、生态服务
价值供给[13]等方法测算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构建不同尺度空间、层级主体的流域生态补
偿机制和模式[14]，促进流域人地关系的可持续演化。上述研究成果更多是从生态服务价
值角度分析流域生态补偿量化问题，界定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和责任，忽略了行政力量
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形成中的作用，对不同政府主体博弈策略选择的探索不足，对不同
政府主体的博弈方式和尺度转换机制有待进一步分析。

尺度是表明空间独特性水平的地理学核心概念[15]，是地理事件和地理过程表征、体
验和组织的等级，具有水平范围和垂直层级双重特征[16]。不同尺度空间存在明显的空间
差异，尺度关系演化是社会建构和政治建构的动态化产物。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通
信技术的变革和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革，各国开展了不同形
式的空间重构。与此同时，西方人文地理学经历了尺度转向，开始关注尺度的社会建
构[17]，推动着地理学家对尺度的理解走向相对化，尺度政治逐渐成为人文地理学重要的
研究主题。尺度政治理论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国外学者关于尺度政治理论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城市管治[18]、资源开发[19]、社会福利[20]和社会危机治理[21]等方面，国内学者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社会事件[22]、城市发展[23]、地缘安全[24]和战略规划[25]等方面。总的看来，国内外
尺度政治研究涉及领域相对较广，更多侧重于理论研究，已经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研究
体系。流域生态补偿涉及不同主体的利益关系及责任关系，尺度政治及其演化过程反映
了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核心机制，将尺度政治理论运用于流域生态补偿研究中，能够从
新的视角揭示流域生态补偿发展规律。

鉴于此，本文以中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试点为例，将制度粘性引入到尺度政治理论中，剖析不同流域生态补偿政府主体的利益
博弈关系，探讨不同政府主体的博弈特征和博弈机制，以期促进新安江流域可持续发
展，为构建市场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借鉴。

2 理论基础

流域生态补偿中的尺度可以理解为不同行政区划的地理范围、中央政府—省级政府
—市级政府等政府行政层级，也可以是非正式的社会组织。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是典型
的政府主导型补偿模式，主要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权力结构和关系的变化，能够打
破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依赖和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促进经济、社会、生态利益的
重新分配，推动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变迁。因此，本文采用制度粘性和尺度政治相结合的
理论，分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博弈特征和博弈机制。
2.1 制度粘性
2.1.1 制度 制度是人为设计的、形塑人们互动关系的一种约束，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经济
关系，由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构成[26]。正式约束是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
列政策法则，是公共选择的结果，主要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正式约束具有
强制力，直接规定人们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领域中的活动行为，体现社
会制度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非正式约束是人们在长期社会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是

1668



8期 任以胜 等：尺度政治视角下的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府主体博弈

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具有持久生命力，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传统规范、习俗惯例等
[27]。非正式约束是对正式约束的“补充”，正式约束又会作用于非正式约束，二者之间相
互制约、互相促进[28]，共同构成对权利主体的约束。实施机制是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
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建立有效的实施机制，才能提高制度执行力。
2.1.2 制度粘性 制度粘性是历史制度主义学派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是指由于制度刚性
的存在，制度不能及时、迅速做出调整，从而维持原有状态，呈现明显的自我复制和自
我强化趋势[29]。制度粘性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制度安排供给与需求不一致，在认知、组织
到启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制度变迁时滞现象普遍存在。由于制度粘性的存在，制度变
迁会受到旧制度结构的约束，呈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30]。在现行体制约束下，制度关联
产生的路径依赖，使得制度改革主要依赖于控制性政策的作用，难以摆脱制度粘性的束
缚，制度粘性已成为“强国家—弱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根源。制度粘性和地方政府有
关[31]，利益群体塑造了政策，政策也塑造了利益群体。利益群体会根据政策功能和自身
价值进行判断，重新分配自己的政治资源和制度资源，一旦形成某种制度模式，就具有
自我持续、自我强化的能力，表现为制度粘性和路径依赖。
2.2 尺度转换

在资本全球化和“时空压缩”影响下，
“流空间”正在取代“地方空间”[32]，传统
国家和区域之间有形的地理边界刚性约束开
始减弱，逐渐朝着无形的、弹性的多孔边界
演变，加快生产要素的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
过程，促使后福特制弹性积累模式发生变
化，国家空间和区域空间得到价值转换与重
构。Smith在《不均衡发展》中首次提出尺
度政治概念，奠定了尺度政治的核心内容
——尺度转换[33]。在尺度政治中，通常存在
强势方和弱势方两个相互对立的利益群体。
根据自身利益的需求和特点，两个利益群体
合理运用自身力量或借助第三方力量进行必
要的尺度转换（图1），获取有利于实现自身
利益诉求的尺度空间。
2.2.1 尺度下推 强势方利用自身拥有的社会资源或权力对弱势方的利益表达进行限定和
压制，将弱势方的行动和诉求限制在某个低级尺度空间内，即实现尺度下推。面对弱势
方采取的特定尺度策略，强势方也会利用行政权力进行地区封锁、强制交易等行政垄
断，利用话语主体、话语隔离强化行政决策话语权，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不断固着低

级尺度空间边界，阻止弱势方的尺度上推。

2.2.2 尺度上推 弱势方利用直接博弈和动员外界支持两种手段共同对抗强势方，试图

冲破强势方的尺度限制[24]，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22]，即实现尺度上推。弱势方依赖舆论

引导、深化合作、自我完善等手段与强势方进行直接博弈[24]，打破传统空间的路径依赖，

改变在低级尺度空间中的位置影响和权力关系。如果博弈失败，弱势方会利用新闻媒体、

联合表达等手段动员外界资源，获取第三方的信任和支持，打破固有利益格局，确保在
低级尺度空间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一旦获得足够的第三方支持，弱势方就可以反制强
势方来维护自身利益[22, 34]，改变双方不平衡的权力格局，形成一种新的权力空间格局。

图1 尺度政治的理论框架
Fig. 1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politics of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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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府主体博弈特征和博弈机制

3.1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
新安江发源于安徽省休宁县六股尖，干流长度约359 km，流域面积约11452.5 km2，

是安徽省内仅次于长江、淮河的第三大水系，是千岛湖最大的入湖河流。新安江流域上
游范围包括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徽州区、歙县全境，黄山市黄山区、休宁区、黟县以
及宣城市绩溪县部分地区，上游干流长度约 242.3 km，上游面积约 6736.8 km2，占流域
总面积的 58.8%；下游范围包括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全境和建德市部分地区，下游干流
长度约116.7 km，下游面积约4715.7 km2，占流域总面积的41.2%（图2）。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安江流域上下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
盾日益突出，生态环境破坏、水土流失等问题普遍存在，制约着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为了鼓励新安江流域上游地区保护生态环境，确保下游地区利用生态环境，皖浙两
省多次向全国人大提交有关新安江流域水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议案。2004年全国人大
环境与资源委员会对新安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进行专题调研，提出建立
流域生态共建共享示范区的理念。2012年在国家层面的组织协调和皖浙两省的共同推进
下，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在新安江流域正式实施（表1），打破了流域生
态补偿“走不出省界”的困境，对统筹跨界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3.2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府主体博弈特征
3.2.1 政府主体博弈行为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是政府主导型生态补偿模式，主要涉及市
级政府—省级政府—中央政府三级政府主体。开展流域生态补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
需求，也是各级政府相互博弈的结果。在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不同发展阶段，各级政府
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展开动态博弈，主要表现为竞争博弈、合作博弈和竞合博弈。

松散阶段（1998—2003年），市级政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存在典型
的竞争博弈行为，流域生态补偿难以开展。市级政府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将生态补偿理
念传递到省级政府（图3），探寻合理认知自我和寻求发展路径的策略空间，形成市级政
府—省级政府的“垂直”结构流域生态补偿制度模式。为提升自身竞争优势、追求利益
最大化，市级政府难以达成约束性的协议，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协议流于形式。市级政府
在市场上倾向于竞争，其行动空间过大形成的竞争博弈结构难以被打破[35]，流域生态补
偿处于松散阶段。

图2 新安江流域范围
Fig. 2 Scope of the Xin'an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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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阶段（2004—2011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生态环境利益目标存在契合点，

中央政府通过构建制度约束机制强化政府间的合作博弈，初步形成了“垂直—水平”结

构的流域生态补偿制度模式。为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各级政府制定激励相容的政策制

度，采取合作策略促进利益均衡与协同合作。各级政府之间的合作博弈行为主要表现为

召开联动联席会议、共建组织机构、联合提交议案、共同签署协议等，试图打破行政区

划藩篱，实现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

协同阶段（2012年至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竞合博弈是政

府博弈行为的现实选择。中央政府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协商制度，强化意识形态为制度

配置提供解释，弱化制度壁垒的阻力[36]，追求在竞争中加强合作。在地方政府保护性竞

争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双重作用下，各级政府间的博弈呈现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动态变化关

系，流域生态补偿制度从市级政府—省级政府的模式逐渐转变为市级政府—省级政府—

中央政府的模式，形成了完善的“垂直—水平”结构模式。

3.2.2 政府主体博弈角色 中央政府凭借政治权力处于博弈的强势主体地位，地方政府为

了维护自身利益处于弱势主体地位。由于各级政府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

不同，在流域生态补偿过程中扮演着不同角色。

表1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方案主要内容
Tab. 1 Main contents of the eco-compensation mechanism pilot scheme in the Xin'an River basin

项目

试点期限

基本原则

补偿模式

试点资金

考核依据

考核指标

考核方式

补偿方式

资金用途

第一轮

2012—2014年

保护优先，合理补偿；保持水质，
力争改善；地方为主，中央监管；
监测为据，以补促治

以财政转移支付为主，纵向横向皆
有，由中央财政和皖浙两省共同设
立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补偿基金

中央财政每年出资 3亿元，皖浙两
省每年各出资1亿元

两省跨界街口断面水质监测数据

以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
氮 4 项指标常年年平均浓度值
(2008—2010 年)为基本限值，测算
补偿指数 P，水质稳定系数 K 为
0.85

皖浙两省联合监测，中国环境监测
总站核定，并向财政部、原环境保
护部提供

若 P ≤ 1，浙江省补偿安徽省 1 亿
元；若P＞1，安徽省补偿浙江省 1
亿元；中央财政全部拨付给安徽省

流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布局优
化，流域水环境保护和水污染治
理，流域生态保护等

第二轮

2015—2017年

同第一轮

同第一轮

中央财政按4亿元、3亿元、2亿
元退坡方式补助，皖浙两省每年
各出资2亿元

同第一轮

以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
总氮 4项指标常年年平均浓度值
(2012—2014年)为基本限值，测
算补偿指数 P，水质稳定系数 K
为0.89

同第一轮

若 P ≤ 1，浙江省补偿安徽省 1
亿元；若 P＞1，安徽省补偿浙
江省 1 亿元；若 P ≤ 0.95，浙江
省再补偿安徽省 1亿元；中央财
政全部拨付给安徽省

皖浙两省各新增 1亿元主要用于
黄山市垃圾和污水处理，特别是
农村垃圾和污水处理

第三轮

2018—2020年

同第一轮

以财政转移支付为主，由皖浙
两省共同设立新安江流域水环
境补偿基金

皖浙两省每年各出资2亿元，积
极争取中央财政支持

同第一轮

氨氮、高锰酸盐指数、总氮和
总磷 4 项指标权重调整为 22%、
22%、28%、28%，水质稳定系
数K为0.90

同第一轮

当年度水质达到考核标准，浙江
省补偿安徽省2亿元；水质达不
到考核标准，安徽省补偿浙江省
2亿元

鼓励和支持通过设立绿色基金、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融资
贴息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加大
流域综合治理和绿色产业投入

注：资料来源于黄山市新安江流域生态建设保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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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政府扮演着推动者角色，利用尺度上推或尺度下推的手段强化生态环保政治责
任，但难以实现利益均衡。黄山市政府和杭州市政府以利益群体的方式进行利益表达和
博弈，加强流域生态补偿的统筹协调，规范流域生态补偿资金的使用和管理。2010—

2017年黄山市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建设，投资121亿元保护和修复新
安江流域生态环境（表 2）。由于受到行政边界的刚性制约，新安江流域的“流域利益”
被分割成不同的“地方利益”，市级政府对环境公共利益持“不合作”态度，仅依靠彼此
间的磋商难以实现流域生态补偿综合效益的最大化[37]，需要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推动新
安江流域生态补偿建设。

省级政府扮演着协调者角色，采用尺度上推的方式争取中央政府的介入，突破跨省
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困境。安徽省政府和浙江省政府承担着地方行政权纵向和横向配置的
职能，把保护新安江流域水环境和生态安全作为使命责任，利用不同的博弈策略结成利
益共同体，推进流域生态补偿建设。由于省级行政区划、省级政府职能和省级政府行为
对新安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刚性约束，皖浙两省代表的地方利益具有局部性和区域
性，呈现出机会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的特征，难以通过自身演化实现利益均衡。

中央政府扮演着统筹者角色，采用尺度下推的方式提供激励和约束共存的政策机
制，推进流域生态补偿建设。中央政府从全局利益出发，统筹协调各级地方政府的权
力，创新流域生态补偿制度，促进新安江流域可持续发展。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的利益

表2 2010—2017年黄山市生态补偿资金使用
Tab. 2 The use of eco-compensation fund from Huangshan city from 2010 to 2017

类别

农村面源污染治理

工业点源污染治理

城镇污水和垃圾处理

生态修复工程

环保能力建设

总计

项目数(个)

110

18

43

36

18

225

项目投资(万元)

339629

784150

145514

1617524

13326

2900143

完成投资(万元)

66133

251210

52010

830726

6595

1206674

安排试点资金(万元)

47846

136747

38879

127776

6830

358078

注：资料来源于黄山市新安江流域生态建设保护局。

图3 不同阶段政府主体采取的博弈策略
Fig. 3 Game strategies adopted mainly by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at different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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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制定规则和程序，以统筹者的身份指导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建设 [38]，采用权限下
放、出台优惠政策等尺度下推的手段使得地方政府进入一种以生态坏境改善为标准的

“晋升锦标赛”模式[39]，持续推进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建设。
3.2.3 政府主体博弈关系 流域生态补偿隐含着对激励和约束机制的需求，流域生态补偿
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共同作用的结果。地方政府在新安江流域生
态环境治理中存在无边界性、滞后性等现象，需要中央政府出台《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补
偿试点实施方案》《关于加快建立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指导意见》等政策
文件，构建流域生态补偿正式约束框架，为开展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建设提供制度保
障。政府主体运用各种生态环境政策工具制定生态补偿政策，通过双边或多边谈判构建
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相结合的制度模式，突破流域生态补偿管理体制障碍，降低流域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交易成本。

非正式约束的存在有利于减少正式约束的实施成本，巩固流域生态补偿实施效果。
政府主体利用道德约束、禁忌和行为准则等非正式约束，提升公众生态环境素养和生态
行为能力。专家学者对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信息进行阐释（图4），明确皖浙两省的流域
生态补偿责任和义务，强化全社会的生态道德约束，推动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化建
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等媒体聚焦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实践，提升
社会公众对流域生态补偿的认知，引导社会公众成为流域生态补偿的直接参与者。公众
认同表现为一种非正式约束的影响，能够形成公众对政府、企业履行生态补偿责任的反
馈机制，弥补正式约束引致的生态补偿执行难的问题。据调查，86.97%的居民关注新安

江流域水资源和生态环境，73.39%的居民参与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项目建设①，自觉用
生态道德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准则。

政府主体的博弈结构难以完全调整，流域生态补偿制度保持相当强度的制度粘性。
作为一项发展中的制度形态，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处于不断发展完善的动态过程中。地方
政府执行自上而下的决策，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依赖，形塑了非合作的生态环境
治理格局，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的内在矛盾没有完全显露。在现行财政供给结构下，新安
江流域生态补偿的财政供给主要依赖中央财政生态补偿资金，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效
应。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变，流域生态补偿制度从“垂直”模式向“垂直—水平”模式的
变迁过程中政府主体间的矛盾一直存在，具有明显的制度粘性特征。流域生态补偿制度
模式的变迁不仅是国家意识的单纯反映[40]，也是不同层级政府主体相互博弈的结果。

① 2018年7月7日—16日，作者前往新安江流域进行调研，共发放2334份调查问卷，有效问卷2217份，问卷有效率94.99%。

图4 2006—2018年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的论文发表和报纸报道数量
Fig. 4 Number of articles and newspaper reports on eco-compensation research in Xin'an River rasin from 2006 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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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体通过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稀释制度粘性，重塑流域生态补偿制度，推动流

域生态补偿良性运行。政策革新是政府主体开展博弈的运行准则，中央政府、省级政

府、市级政府等不同层级政府主体通过制定《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补偿试点实施方案》《新

安江流域水环境补偿试点工作联合监测实施方案》《关于新安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

的协议》等协议和政策制度达成合作共识，突破原有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重塑流域生

态补偿制度。法治是人类推进区域治理的有效方式[41]，2018年生态文明写入宪法，为新

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提供宪法保障，推动流域生态补偿法制化建设。制度粘性的稀释不仅

需要各级政府的政策革新，也需要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生态保

护补偿机制的意见》明确指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基本原则，表明居民生态环保

权益得到保障。

3.3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府主体博弈机制

3.3.1 政府主体的尺度转换 在面对地方政府利益博弈受阻时，中央政府的适当干预突破

了原有行政区划的束缚，促使各级政府形成利益共同体，政府主体的尺度转换是推动流

域生态补偿的关键机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具有纵向嵌套的空间结构特征，双方利益

博弈的本质是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的分配与再分配问题[42]。中央政府拥有流

域生态补偿政策制定和组织设计的决定权，通过尺度下推的方式为地方政府提供新的制

度空间，以寻求全局利益的完整、统一和最大化，实现对地方政府的制度重塑。地方政

府是最具活力的政府创新空间，运用尺度上推的方式将流域生态补偿制度演化反馈给中

央政府，打破原有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实现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利益分配的相对均

衡。在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下，政府主体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约束，打造经济利

益、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共同体，符合各自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是推动流域生态补

偿制度演化的关键。

3.3.2 权力和资本的重新分配 政府主体通过协商、谈判、合作等方式重新分配权力和资

本，共同克服制度粘性，形成流域生态补偿合力，完善流域生态补偿制度体系。行政层

级结构是尺度结构的典型形式，直接表现为行政权限的调整[43]。流域内不同行政区域经

济发展分异塑造差异化的生态补偿制度环境，开展流域生态补偿会受到地方政府既有权

力和资本格局的影响，行政区划调整权力和资本的重新分配需要借助中央政府的正式约

束和非正式约束。中央政府将部分权力、资本等下放至地方政府（图5），赋予地方政府

与中央政府进行“利益博弈”的机会，削弱现有制度对生态补偿制度发展的束缚，塑造

各具特色的地方制度环境。地方政府是推进流域生态补偿的主体，拥有平等的法律和政

治主体地位，各自的收益主要取决于中央政府对权力和资本的分配。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地方政府通过中央政府的制度供给，拥有项目批准、实施等方面

的决策权[38]，推行强有力的本地化竞争策略，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克服生态环境协同治

理的制度粘性。

3.3.3 非正式约束的嵌入 随着新闻媒体、专家学者、公众流域生态补偿参与程度的日趋

增强，流域生态补偿由“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结构模式转变，形成

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格局。政府主体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多方参与”的方式

整合利益，实现资源的跨区域流动和利益的再分配，克服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变迁中的路

径依赖，形成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创新的政策环境。新闻媒体、专家学者、公众对新安江

流域生态补偿的持续关注，产生一定的轰动效应，流域生态补偿日益制度化和规范化。

政府主体发挥互联网信息集散的便捷优势，打破传统权力结构[44]，营造全社会共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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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江流域生态环境的良好氛围，形成网络舆论蝴蝶效应和权力制约机制。在信息化快

速发展的时代，各级政府主体应加强网络舆情的引导，强化非正式约束的嵌入，提高流

域生态补偿实施效果。

4 结语与讨论

4.1 结语
本文将制度粘性引入到尺度政治理论中，基于尺度政治理论研究新安江流域生态补

偿政府主体的博弈特征和博弈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1）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市级政府等不同层级政府主体经历了竞争博弈、合作博

弈和竞合博弈3个阶段，构建政府利益共同体能够推进流域生态补偿建设，而中央政府
的“适度介入”是开展跨省流域生态补偿的关键。在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建设的松散阶
段（1998—2003年）、合作阶段（2004—2011年）、协同阶段 （2012年至今），政府主体
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相继开展竞争博弈、合作博弈和竞合博弈，流域生态补偿制度逐
渐从“垂直”模式向“垂直—水平”模式变迁。各级政府利用尺度上推或尺度下推的手
段推动流域生态补偿建设，中央政府凭借强大的政治权力处于博弈的强势主体地位，地
方政府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处于弱势主体地位。

（2）流域生态补偿制度从“垂直”模式向“垂直—水平”模式的变迁过程中存在明
显的制度粘性，政府主体利用政策革新和社会参与等制度约束稀释制度粘性，重塑流域
生态补偿制度。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市级政府等不同层级政府主体运用政策工具制定
生态补偿政策，构建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相结合的制度模式，创新流域生态补偿制
度，巩固流域生态补偿实施效果。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变，流域生态补偿制度逐渐从“垂
直”模式向“垂直—水平”模式变迁，政府主体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具有明显的制度粘
性特征。政策革新是政府主体开展博弈的运行准则，政府主体利用制度安排、制度创
新、社会参与等方式稀释制度粘性，重塑流域生态补偿制度，推动流域生态补偿建设。

（3）尺度转换是推动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的核心机制，政府主体通过重新分配权力
和资本、嵌入非正式约束塑造流域生态补偿话语体系，推动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由“强
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结构模式的转变。由于行政区划的限制，流域上

图5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府主体博弈机制
Fig. 5 Game mechanism of government-led eco-compensation mode in the Xin'an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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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地区之间的自然资源利用、生态环境治理缺乏统一框架，流域生态补偿难以自发实

现。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市级政府等不同层级政府主体采取尺度上推或尺度下推的手

段表达利益诉求，推动权力关系和责任关系发生变化，构建一种相互维系的利益分配格

局。政府主体通过重新分配权力和资本、嵌入非正式约束，打破现行行政体制束缚，赋

予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进行“利益博弈”的机会，塑造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的场所空间，

流域生态补偿由“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结构模式转变，实现“政府

主导、社会协同、多方参与”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

4.2 讨论

尺度是人文地理学基本概念之一，是表征空间规模、层次及其相互关系的量度。伴

随着西方人文地理学的“尺度转向”，尺度被视为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34]，人们对尺度的

认识逐渐从现实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变，形成了各种尺度重构和尺度政治。尺度政治理论

肯定尺度社会建构的观点，着重于不同利益主体的政治博弈和权力争夺，已成为一个解

决现实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24]。基于尺度和空间相互结合的视角开展尺度政治研究，

不仅符合社会学的“空间转向”，也符合地理学的“社会转向”，能够为地理学的现实应

用提供新的工具，也为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找到新的契合点[22]。

尺度政治理论被广泛运用于宏观的社会政治行为、微观的社会运动和权力抗争研究

领域，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基础。运用尺度政治理论开展流域生态补偿

政府主体博弈研究，能够直观刻画政府主体间的互动博弈和空间联系，揭示政府主体利

益冲突的关键所在，不仅为流域生态补偿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也丰富尺度政治理论的实

践运用。流域生态补偿作为恢复和保护流域生态系统、保证人类对流域生态环境和资源

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手段，是流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平衡的高度统一。当前中国

流域生态补偿以政府主导的财政转移支付为主，流域生态补偿建设是政府主体相互博弈

的结果，各政府主体在博弈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博弈策略，形成新的行为规范和博弈

规则。本文仅对政府主体的博弈特征和博弈机制开展研究，未来应进一步加强政府、企

业、社会组织、居民等利益主体的行为选择和博弈策略研究，从动态演化的角度探究利

益主体间的行为互动机制和影响因素，以期为构建流域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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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shed eco- compensation is a significant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for cross- region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and natural region protection in China. As a
typical geography research proposition, it involves the difference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regional stakeholders' rights, regional ecologic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model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institutional stickiness into the politics of scale
theory, analyzed the game behavior of the government- led eco- compensation in the Xin'an
River basin, and explored the game characteristics and game mechanisms of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The results imply that the game amo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 provincial government,
municipal government and othe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have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competition,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cooperation.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government
interests can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shed eco- compensation, and the "moderate
intervention"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the key to carry out trans-provincial watershed eco-
compensation. There is obvious institutional stickiness in the transition process of watershed
eco- compensation system from "vertical" model to "vertical- horizontal" model. Government
subjects use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such as policy innovation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to dilute
the institutional stickiness and reshape the watershed eco- compensation system. Scale
transformation is the core mechanism to promote eco-compensation in the Xin'an River basin.
Government subjects shape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watershed eco- compensation by
redistributing power and capital and embedding informal constraints, so as to promote the
transition of eco- compensation in the study area from "strong state- weak society" to "strong
state-strong society" structural model.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 regional watershed eco- compensation mechanism, and form th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evaluation and guidance of watershed eco-compensation practice in the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atershed economy and society.
Keywords: eco- compensation; scale transformation; institutional stickiness; game strategy;
Xin'an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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